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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报刊党性原则的嬗变(1921—1949)

杜　 贺

摘要: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报刊党性原则中,长期存在思想理论与实践方法的交织互

动。 马克思、恩格斯从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角度出发,强调党报应相对独立于党组织,自主

地贯彻、宣传党的精神。 列宁将党性内涵从指导思想层面转移至组织意志层面,要求党报

在组织和办报方向上予以遵守。 中国共产党初期基本接受列宁对党性内涵的界定,并在灵

活体现党的主张、以马列主义统合宣传内容等方面做出探索。 整风运动中,毛泽东等人将

报刊党性内涵发展为以我为主的立场和实事求是的哲学态度,强调报刊工作者的认识自觉

和作风建设。 整风运动后,中国共产党逐渐将党性内涵拓展至人民最高利益,并从党向党

报学习、记者的党性两个角度,丰富对党性与真实性关系的认识。 总体来看,中国共产党在

延安整风运动前,以丰富的实践方法调适外来的报刊党性原则与本土命题之间的张力,继
而将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通过对党性原则的创新与重释,确立民族立场、实事求是、人民

性的新闻原则地位。 这既为毛泽东等人建立中国无产阶级新闻理论奠定基础,亦对我们构

建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具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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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性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原则,也是一个思想理论与实践方法在交织中不断演化的

复杂原则。 对于中国共产党报刊党性原则的形成与确立过程,现有研究或侧重对党的相关文件、思
想进行历时的梳理、比较,或聚焦关键事件考察党性原则的嬗变。 前者如邓绍根和丁丽琼梳理了中

国共产党新闻舆论工作党性原则的百年演化过程[1] ;陈力丹发现:毛泽东对党性原则的创新在于,一
是要求党报工作者“主动地积极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二是强调“地方党组织的报刊必须宣传党中

央的路线和政策” [2] 。 后者如黄旦认为,经由《解放日报》改版,“党报是党的喉舌”由思想和原则“化

成了具体的管理措施,党报———组织的喉舌由此紧紧扎根在了党组织身上” [3] 。 这为本研究奠定良

好基础。
在中国共产党报刊党性原则的理论与实践互动这一问题上,既往研究多关注从理论到实践的贯

彻过程,并将《解放日报》改版视为党性原则从笼统理论到实践方法过渡的重要事件,而较少考察从

实践到理论的反向变化,以及两者在交织中互动演进的复杂图景。 事实上,报刊党性原则作为一个

外来的思想原则,其从理论到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展开,是一个极具张力的历史过程,并与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关系密切。
要探讨这些问题,首先需厘清“报刊党性原则”这一概念。 尽管“党性”一词被用于中国共产党

报刊工作,始自延安时期,但邓绍根[4] 、周伟业[5] 等在考察中国共产党报刊党性原则时,均将其追溯

至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揭示中国共产党报刊党性原则的源头所在。 鉴于此,本文将报刊党性

原则界定为关于报刊与党的意志之间关系的论述,并将之区分为思想理论和实践方法两个层面。 在

梳理中国共产党报刊党性原则的形成与确立过程中,本文将聚力考察其思想理论与实践方法的交织



互动,进而探讨此种交织互动与报刊党性原则中国化的关系。

一、马克思、恩格斯:党的报刊应独立自主地贯彻党的精神

在马克思主义政党成立初期,马克思、恩格斯便有了党的报刊应遵循党的意志的思想。 1847 年,
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一文中强调,党报党刊的任务首先是论证、阐发、捍卫党的要

求,批驳、推翻敌对党提出的各种要求和论断,“德国民主派报刊的任务是什么呢? 就是从以下各个

方面证明民主制的必要性” [6] 。 1849 年,马克思和沙佩尔在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上,提议成立一

个编辑委员会,负责监督联合会机关报从而使后者真正代表联合会的利益,“并根据我们党的精神进

行编辑工作” [7] 。 1860 年,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中再次使用“党的精神”一词,“在德国本土公开发

表符合我们党的精神的政治性和论战性的东西,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8] 。 1865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

在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声明中,重申党报应遵循党的精神的观点:“ 《社会民主党人报》必

须按照向他们宣布的那个简短纲领的精神进行编辑工作。” [9]

马克思、恩格斯所言的党的原则、精神,不同于党组织的意志。 1890 年,恩格斯在致《社会民主

党人报》读者的信中,一方面赞扬《社会民主党人报》 “极其明确和坚决地阐述并坚持了党的原则” ,
另一方面强调该报纸“决不是党团的简单传声筒” ,并举出报纸编辑部在航运津贴报道中反对党团意

见、与党团开展斗争并最终获胜的例子。[10] 1891 年,恩格斯致信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倍倍尔,指出

报刊的任务是发展社会主义科学,而非遵循党组织的意志,并认为两者不完全一致:“在德国党和德

国社会主义科学之间哪怕是有一点不协调,都是莫大的不幸和侮辱,更不用说二者之间出现裂痕

了。” [11]这里的党的原则、社会主义科学,主要指科学社会主义,在概念、实际内容上均不同于党组织

的意志。
在此认识下,马克思、恩格斯多次强调党报与党组织的独立关系。 1873 年,恩格斯以自己和马克

思的共同名义致信倍倍尔,指出党的领导人尽管在形式上有权力监督机关报,但这种权力也可能“用

来危害党” [12] ,用意在于防止占据党内领导地位的拉萨尔派利用倍倍尔被监禁的机会掌控《人民国

家报》 。 1891 年,恩格斯致信倍倍尔,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管理刊物的计划表示“感到离奇” ,并写道:
“执行委员会和你本人对《新时代》以及其他所有出版物保持着并且应该保持相当大的道义上的影

响,这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你们也应该而且可以以此为满足。” [11] 1892 年,恩格斯在致倍倍尔的信

中再度提及此事。 他建议德国社会民主党办一个不直接从属于执行委员会甚至党代表大会的刊物。
该刊物可以在不违反党的道德范围内自由地批评党的纲领和既定策略,以及在党的纲领和既定策略

之下自由地反对党的某些措施。 “这样,你们在道义上对这种刊物所起的影响,就会比对一半是违反

你们意志创办的刊物要大。” [13] 此处“相当大的道义上的影响” “在道义上” ,在德语书信原文中分别

为“ einen
 

bedeutenden
 

moralischen
 

Einfluß” [14] “ moralischen” [14] 。 其中“ moralischen” 为形容词“ mor-
alisch”的变格,含义是“道德的” ,在德语中偏重强调因内心认同而产生的教育意义。 显然,恩格斯认

同党报在总体思想上与党中央达成共识,但不主张党报严格遵循党组织的意志。
总体来看,马克思、恩格斯从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角度,指出党的报刊应符合党的原则、精神,其

相对党组织的独立自主精神受到强调。 用恩格斯的话说便是:“为了不致蜕化成为宗派,我们应当容

许讨论,但是必须始终不渝地遵守共同的立场。” [15]

二、列宁和整风运动前的中国共产党:党的报刊应遵循组织决议、体现组织意志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报刊党性原则的思想,并在俄国革命实践过程中,将报刊党性的

内涵转移至组织意志层面。 1904 年,列宁就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多数派机关报的出版一事致信全党,
指出办报的意义为“在同小组习气的斗争中捍卫党性” ,“我们一定要把机关报办成俄国运动的机关

报,而绝不是国外小组的机关报” 。[16] 此处党性,强调的是报纸应代表全党而非某个小组团体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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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1905 年,他在著名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主张“赶走利用党的招牌来鼓吹反党观

点的人” ,认为如果不赶走宣传反党观点的党员,党将“不可避免地会瓦解” 。 他还将党的观点和反

党观点之间的界限确定为党纲,党的策略决议和党章,国际社会民主党、各国无产阶级自愿联盟的全

部经验。[17] 十月革命后,列宁在给 Г. 米雅斯尼科夫的信中,指出“出版自由”这一口号是“不合乎党

性的、反无产阶级的” 。 其依据是,“在全世界,凡是有资本家的地方,所谓出版自由,就是收买报纸、
收买作家的自由” [18] ,因此实质是脱离党的领导而帮助资产阶级。 这便将报刊遵循的对象,从科学

社会主义的原则,具体化为党组织的决议、经验。
在确立报刊应遵循党组织意志这一思想后,列宁从多个层面论述报刊贯彻党组织意志的实践方

法。 在认识层面,写作者需意识到所从事的事业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为工人阶级先锋队

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 ,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组织层

面,报纸应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写作者必须参加到各党组织中去。[17] 在办报方向层面,报刊应

适应变化中的党的中心工作的需要,如适应十月革命后的形势,“改变得符合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

过渡的社会的要求” [19] 。 自此,党报应经过思想和组织两个层面的改造,遵循组织决议、体现组织意

志,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报刊党性原则的基本内容。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基本继承列宁的报刊党性原则。 一是明确报刊应遵循的对象是共产国

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 1921 年 7 月,党的一大通过决议,明确任何出版物均不得刊登

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20] 1922 年 7 月,党的二大决议加入共产国际,并完全承认共产国

际的各项加入条件。[20] 这份由列宁草拟、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加入条件,不仅明确党的报刊须遵循

共产国际决议这一根本原则,如“日常的宣传和鼓动必须具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性质,必须符合第三国

际的纲领和各项决议” ,又如“各国党的一切指导性的机关报刊,必须刊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

切正式的重要文件” ;还具体地指出各国共产党必须遵循的统一宣传方针,如不仅要揭露赤裸的社会

爱国主义,还要揭露社会和平主义的虚伪实质,要完全彻底地同改良主义、“中派”政策决裂并向党员

群众进行宣传。[21]

二是要求报刊从组织和办报方向两个层面贯彻党性原则。 在组织层面,党的一大明确,一切出

版工作均应受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受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20] 《加

入共产国际的条件》规定,各类党报党刊必须完全服从党中央领导,由忠于无产阶级事业的、可靠的

共产党人来主持编辑工作。[21] 这基本延续列宁关于报纸应受各级党组织领导的思路。
在办报方向上,除了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外,中国共产党还依据实际情况有所变通。 党的一大

召开前,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按照“办报以建党” 的思路,创办、主办《新青年》 《共产党》 《广东群报》
《湖南通俗报》等一批报刊。 这些报刊骤办骤停,相当一部分由个人或小团体主办,如《广东群报》由

陈公博任总编辑。 基于各地报刊与党的松散关系,党的一大并未强制各地报刊主动宣传党的原则、
政策和决议,而是以划出底线的方式,明确各地报刊不得刊载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20]

国民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结合宣传需要,对报刊党性原则的实践方法进

行初步探索。
其一,强调党的主张背后的理论方向。 经过建党初期对无产阶级革命与民主革命两大革命任务

的纠结后,党的二大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 此后,以《向导》周报为首的中共党报党刊,竖起

国民革命的旗帜,呼吁包括工、农、学、商等各界在内的国民,起而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22] 这种宣传

收到不错效果,党中央发现民族革命运动受影响于我党宣传甚巨,“我们党的机关报《向导》竟得立

在舆论的指导地位” ,但由于理论基础不稳固而发生右倾问题,“过于推重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忘了自

己阶级的宣传” 。[22]

鉴于此,1925 年 1 月,党的四大通过《对于宣传工作之决议案》 ,将端正党的理论方向作为宣传

工作的主要目标,具体要求是“努力宣传民族革命运动与世界革命运动之关联和无产阶级在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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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力量及其特性———世界性与阶级性” 。 决议案指出,党的宣传工作必须以健全的革命理论融通

各部分,“使党员行动方有所准绳” 。[22] 1925 年 2 月,中共中央明确,宣传部的根本责任在于对内给予

党员以马列主义教育,对外使党的思想切实深入群众,“对于党的一切出版物的内容,应随时加以监

督和整理” 。[22] 总体来看,聚焦组织意志的报刊党性原则,在实践中遇到报刊理论基础不稳固的问

题,中共中央由是指明组织意志背后的马列主义理论,以此融通党的各项宣传工作。
其二,探索在白色恐怖下,报刊党性原则的不同实践方法。 国民革命失败后,报刊党性原则中理

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日益凸显。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影响下,“彻底变更党

的路线” [23] ,提出以苏维埃革命为旗帜、依靠工农、反对帝国主义和地主军阀买办民族资产阶级“反

动联盟”的彻底革命路线,并对宣传工作进行根本调整以适应宣传鼓动工农群众的需要。[22] 另一方

面,国民党大肆查禁中共党报党刊,抓捕中共新闻舆论工作者。 如何既宣传激进的革命路线,又保证

报刊安全,成为一个两难问题。
在白色恐怖下,一些中共报人试图修改、掩饰党的主张,使报刊以较为温和的面目求得生存。 对

此,中共中央于 1929 年两次指出党报“代表我们党的意见” [24] ,“一定要严正地代表党的意见,不能

违背修改或掩盖一部分党的主张以迁就工作上的便利” ,要求各级党组织“随时纠正同志因迁就客观

环境降低或回避党的政治口号的错误” [22] 。 相比建党初期针对小组办报的“不违背”原则,新的论述

对报刊遵循党的主张提出更严格的要求,以使得党报能在白色恐怖下严正地代表党的意见。
在白色恐怖环境下,中共中央还对“灰色”报刊的办报方式进行探索。 1928 年 6 月,中共中央发

出通告,要求各地党部至少出版一种“灰色”刊物,并提出三点原则:①“灰色”刊物不登载中国共产

党的文件,也不在评论文章中显露刊物与党组织的关联,而是使用“既非国民党也非共产党”的第三

方口气;②报道内容不必完全依据党的政策及口号;③注意传递工农兵革命即苏维埃革命是小资产

阶级唯一出路的观点[25] 。 这有助于补救严正宣传党的主张的党报风格之不足,但基本属于权宜之

计的实践方法层面,即如中共中央所指出,“灰色”报刊的使命仅在于使小资产阶级脱离国民党方面

的影响,从而支持共产党或保持中立。[25]

简而言之,列宁和共产国际将报刊党性的内涵,聚焦于组织意志层面。 与之相应,党报党刊的工

作者须在实践中遵循组织决议、体现组织意志。 中国共产党初期基本继承这一思想,并结合宣传需

要,在灵活体现党的主张、以马列主义统合宣传内容等方面做出探索,但限于实践方法的层面,尚未

上升至对报刊党性内涵和本质的重新阐释。

三、整风运动期间:强调立场和哲学的党性与凸显报刊工作者的认识自觉

1938 年 9 月至 11 月,中国共产党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并首

次使用“党性”概念。[26] 整风运动伊始,毛泽东从个人服从全党、理论联系实际两个角度,提出立场和

哲学上的党性观。 此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化的报刊党性原则的探索,逐渐步入更加自觉的阶段。
(一)何为报刊党性:从组织意志到立场和哲学态度

其一,将报刊党性的内涵聚焦于中国共产党的立场。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之前,中国

共产党关于报刊党性内涵的论述有两个特点:偏重组织意志层面和具有较强的国际性。 后者具体体

现在:将世界性与阶级性确立为党的理论方向,将遵循共产国际的纲领、决议界定为报刊党性的核心

内涵,将遵循共产国际宣传方针、刊载共产国际文件视为报刊党性的体现。
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逐渐提出以党的立场为核心的报刊党性观。 1942 年 2 月,毛泽东首次在

讨论报刊工作时使用“党性”一词:“报纸要以自己国家的事为中心,这正是表现一种党性。”紧接着,
他批评《解放日报》大量转载国内外通讯社新闻,较少报道党的政策与群众活动,或对相关报道不够

重视,“还没有充分表现我们的党性” 。[27] 1942 年 3 月 11 日,他在讨论《解放日报》改造草案时,再次

强调:“ (党性) 是阶级性的彻底表现,是代表党的利益的,无论什么消息都要想想是否对党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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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27] 1942 年 3 月 16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以正式文件确认毛泽东的提法,将以登载国内外通讯社

消息为主的办报方式定义为党性不强,批评此类报刊为他人“充当义务的宣传员” [25] ,措辞相当严

厉。 1942 年 10 月,毛泽东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抓紧对通讯社及报纸的领导,将《解放日报》改版

经验推广至各根据地,从而增强报人党性,“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 [28] 。 这样,立场

层面的报刊党性内涵便基本明晰:坚持民族立场和阶级立场,反对报人向党组织闹独立性。 这便将

报刊党性的核心内涵,从共产国际的决议,转移至中国共产党的立场。
其二,将哲学上的党性思想引入报刊党性原则。 1942 年 3 月,毛泽东在讨论党报工作时,首次提

出“党性是一种科学” [27] 。 此处科学,是指马列主义的科学品质:“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 [29] 这一论述,不仅进一步

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报刊理论相结合,还提出新闻真实与党性之间的关系这一理论命题。
在《解放日报》改版过程中,毛泽东的这一观点得到进一步发展。 在著名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

基本观点》一文中,陆定一对党性与真实性的关系做出进一步阐释:辩证唯物主义就是实事求是、科
学的主义,故而“只有把尊重事实与革命立场结合起来,才能做个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新闻工作者” ;无
产阶级因为是最革命、最进步的阶级,故而能够“老老实实地理解事物” 。[30] 1942 年 11 月 17 日,《解

放日报》刊载社论《给党报的记者和通讯员》 ,列出曲解事实、吹牛皮、乱批评、乱赞扬等党性不完全

的表现,并将其根源归结于资产阶级报纸的影响和主观主义的作风。 社论认为:“只有当我们党报的

每一个环节都肃清了主观主义,我们的党报才能蒸蒸日上,具备完全的党性。” [31] 在这一阐释下,主
张“新闻就是阶级性或政治性”是主观主义、党性不纯的表现,坚持“事实第一性”是唯物主义、党性

的体现。 这便确立了真实性原则作为报刊党性原则组成部分的重要位置。
(二)如何贯彻党性:强调报刊工作者的认识自觉和作风建设

随着对报刊党性内涵的重释,报刊党性的体现,由遵循、宣传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原则、政
策、决议,转变为牢牢站在党的立场和树立实事求是的作风,报刊工作者的思想改造和作风建设问题

由此凸显。 在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和解放日报社一是要求记者、编辑在思想上要自省,主动把个人

融化在党集体之中,使个人的利益、兴趣“服从于这个大的集体的利益” ,[31] 遇到新闻先想想是否对

党有利,从而做到在一言一动、一字一句中顾及对党的影响;二是要求报刊工作者在观点上要沟通,
不但要在总体思想和办报思路上忠实于党的总路线、总方向,而且要主动沟通,做到“与党的领导机

关的意志呼吸相关,息息相通” [32] ;三是要求报人在作风上要转变,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力戒主观主

义作风,“建立新闻事业对社会对人类完全诚实完全负责的风气,对党对人民完全诚实完全负责的风

气” [33] 。 在《解放日报》改版期间,中国共产党还对党报的组织形式开展改造,通过“全党办报”将党

性原则转化为具体的管理措施,实现党报与上级党委意志的息息相通。
报刊工作者的认识自觉,最终需落实到报刊对党的意志的严格贯彻。 1942 年 9 月 5 日,陆定一

在解放日报社编委会上传达中央指示:“报纸仍未和中央息息相关,虽然总的路线是对的……以后凡

有重要问题,小至消息大至社论,均须与中央商量。” [34] 报社社长博古亦多次重申类似要求,强调记

者、编辑应牢记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每一条题目、每一则消息“都对全党负了责任” [32] ,“按党的立

场,党的观点去分析问题,每一则新闻评论、编排都围绕着它” [35] 。 这使得报刊对党性原则的贯彻,
从办报方向上的不违背、不修改、不掩饰,发展至报刊内容的严格遵循,其目标是“由不完全的党报变

成完全的党报” [36] 。
至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报刊党性原则基本形成。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

报刊党性的内涵,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原则、政策、决议这一组织意志的体现,转向代表民族

利益和阶级利益的党的立场与实事求是的哲学态度。 报刊党性原则的实践方法,随之由组织规范层

面拓展至认识自觉层面,实现从思想到行动、从方向到细节的全面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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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整风运动之后:在总结实践经验过程中发展报刊党性原则

整风运动后,中国共产党继续总结办报实践中的经验教训,进一步丰富报刊党性原则。
(一)总结国统区办报经验与“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论述的提出

《解放日报》改版工作展开后,毛泽东便开始考虑大后方报刊如何贯彻党性原则的问题。 1942
年 3 月 14 日,毛泽东致电远在重庆的周恩来,介绍延安关于使《解放日报》增强党性、反映群众的讨

论,建议《新华日报》 “亦宜有所改进” 。[28] 9 月 18 日,《新华日报》发表改版社论《为本报革新敬告读

者》 ,对党性的阐释是:“它应宣传和解释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和群众生活,使它成为集体的宣传

者和组织者……要使报纸从各方面贯彻党的政策。” [37] 这基本延续中国共产党初期从办报方向上规

范党性实践方法的做法,与毛泽东在整风时期强调的报刊应严格、主动贯彻党的意志有所不同。 其

缘由在于,《新华日报》身处险恶环境之中,一方面要避免因党报色彩过浓而引致国民党干涉,另一方

面需贴近民众以与其他报刊竞争。 1943 年 9 月,《新华日报》的办报风格受到部分党的领导人的批

评:“ ( 《新华日报》 )完全成为国民党的报纸。” [38] 经中共中央讨论后,中共中央宣传部于 1943 年 11
月,就《新华日报》 贯彻党性原则提出两点要求:“既是党报,则环境若何困难,总不要违背党的方

针” ;“在大后方思想斗争的中心任务不是党的自我批评,而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反动派” 。[25] 这在事实

上认可了《新华日报》从办报方向上贯彻党性的做法,同时为大后方报刊划出“不违背党的方针”的

底线。
从 1945 年秋到 1947 年初,胡乔木、熊复等人在总结《新华日报》贯彻党性原则实践基础上,提出

“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观点。 相关论述首先是在理论层面,从中国共产党报纸完全站在人民立

场、办报从人民利益出发、宣传内容为人民所需要三点出发,提出报纸最高的党性在于“能最高限度

地反映人民的生活斗争” 。[39] 这便为报刊党性增添了“反映人民”这一新内涵,并为解放区媒体所接

受。 1948 年 11 月,在新华社中原总分社对党性内涵的定义中,其中之一便是“代表人民的最高利

益” [40] 。
“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论述,还在实践方法层面,为报刊党性原则增添“符合群众兴趣,为人

民服务”这一新维度。 此前的报刊党性原则,以党的立场、观点和哲学态度为核心旨归,身处国统区

的《新华日报》 ,尽管在实践中有所变通,仍遵循增强党性的大致方向。 对此,有读者反映报纸措辞过

于激烈、党报色彩太浓厚,建议将宣传和新闻分开。 在此形势下,《新华日报》总编辑熊复将“党报色

彩太浓厚”阐释为党性不够即人民性不够的共同表现,“简单说来,就是为人民服务还做得不够” 。
沿着“多方面做到为人民服务”这一思路,他将改造方针确定为突破反映政治生活和全局需要的局

限,在报纸形式和内容上努力做到反映人民多方面生活、适应人民多方面需要。[41] 这便将理论层面

上的“党性与人民性相一致”引申至实践方法层面,从而做到报刊在不同环境下贯彻党性原则的实践

方法与党性原则理论的融通。
(二)反“客里空”运动与报刊党性原则的发展

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陆定一通过将哲学上的党性引入新闻工作,确立真实性原则的重要地

位。 在“增强党性”与“事实第一”两大原则确立后,如何保证报道既紧跟党的政策,又避免以偏概

全,成为新闻实践中的新矛盾,并在反“客里空”运动中集中爆发。
“客里空”原本为苏联剧本《前线》中一名记者的音译。 1947 年 6 月 15 日,《晋绥日报》刊载《前

线》剧本中关于“客里空” 的章节,强调“客里空” 的工作作风为捕风捉影、凭空虚构、不忠实于人

民。[42] 1947 年 6 月 25 日、26 日,《晋绥日报》连载编辑部文章,集中暴露报纸存在的“客里空”问题,
主要有:编辑工作粗枝大叶,记者有意美化地主、恶棍,记者、通讯员稿件不真实,报社从不同渠道收

到的稿件内容相互矛盾[43] ,记者采访不扎实、对采访对象的认识不够深刻[44] 。 这本身便包含作风不

实与立场不稳两种问题。 1947 年 8 月 28 日至 9 月 1 日,新华总社连发三篇评论,将“客里空”作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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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至记者的党性问题,指出“客里空”的思想根源在于有些同志专心于名誉、地位、权力、待遇、兴趣等

“个人成就”的打算,因而不能脚踏实地为人民群众工作[40] ,“在土地问题上……有些个别人员则表

现出立场上的堕落,而不正派的作风就发生出来,主要的表现于袒护地主、打击农民、窃取果实、欺骗

上级” [40] 。 1948 年 1 月,周扬重新强调“客里空”与党性的关系,将这种不顾群众实际情况、依据上

级领导需要开展报道的工作作风,上升至小资产阶级的投机性、迎合性作风问题,并批评“这是一种

毫无党性、毫无阶级立场因而也没有人民立场的人” [35] 。 这种将右倾报道与新闻不实、缺乏党性画

等号的做法,有助于矫正土改报道中的右倾问题,但显然有些武断,甚至被批评为“以客里空反对客

里空” [40] 。 此后,土改报道一度出现“左” 的偏向,在一定程度上与记者顺应反“客里空” 的风向

有关。
在反思“客里空”问题的过程中,记者的党性修养问题受到重视。 延安时期,博古便曾论及党报

记者的品质问题,但将之分为作为党员的品质和作为优秀记者的品质两项论述,并未做出理论上的

开拓。[35] 在总结土改报道经验的基础上,彭真将个性服从党性的党员标准和实事求是的报刊党性原

则相结合,提出“布尔什维克记者”概念,其要义有三:一是记者的任务在于透过复杂事物抓住本质,
给人们指出前进方向;二是记者应精通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指示政策,“要求一般党员自然不能这样

严,但记者编辑总编辑就一定要精通,不然工作就搞不好” ;三是记者应从党的立场出发,站在全局高

度看待局部问题,“要找比较大量的,普遍的,能代表的一般的问题” 。[35] 针对记者盲从指示、报道非

“左”即右的现象,胡乔木提出:共产党的记者和统治阶级的记者不同,差异在于坚持真理,要“按照

实际事物去报道,按照实际去追求真理” ,这种真理是为了行动的,“必须是集中起来,坚持下去” 。[35]

晋察冀日报社社长邓拓则反复教育记者深入连队、深入基层,其用意被记者理解为“只有这样做才能

更好地坚持党性原则,保证新闻真实” [45] 。 这反映党和报社的领导人希望:记者能在精通政策的前

提下,将对事实的认识上升至理性层面,从而实现新闻报道党性与真实性的辩证统一。
刘少奇从党向党报学习的维度,进一步拓展报刊党性的内涵。 此前,关于报刊贯彻党性原则的

论述,强调的是报刊应在何种程度上、采取何种方式贯彻党的意志、宣传党的主张。 刘少奇则从下情

上达的角度出发,指出党的政策不是完全正确的,并将党与群众联系的主要办法界定为党依靠记者

指导党政军工作和人民活动、党依靠记者了解人民实际情况两种。 在此基础上,刘少奇提出以如实

反映群众为核心的报刊工作原则:态度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任务是发现人民运动中的各种情况,
工作第一要真实,第二要全面、深刻,“提到政策、理论的高度” ,第三要了解党的总路线和政策,“经

常研究,天天看,加以考虑,时刻注意党的政策变化了没有” 。 对于党的政策,记者不仅需要宣传,还
需深入实际、创造性地考察政策是否正确。[35] 这些论述进一步强调记者的独立见解和实事求是态

度,有助于指导新闻工作者走出反“客里空”运动以来“正确立场 = 合理选择事实 = 真实报道”的简单

逻辑,真正站在党的立场、发挥主动性,在事实中考察党的政策,全面地、深刻地进行公开报道或向上

反映。
总体来看,整风运动后,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总结国统区办报经验,从“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角

度发展报刊党性原则;另一方面针对“客里空”问题,从党向党报学习、记者的党性两个角度丰富了对

党性与真实性关系的认识。

五、从实践到理论:报刊党性原则中国化的路径

综上所述,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立初期,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报刊党性

原则中,长期存在思想理论与实践方法的交织关系。 一方面,党性原则理论的几度嬗变,对报刊贯彻

党性原则的实践方法影响深远。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办报实践经验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党

性原则理论。 如果将这一过程纳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阈,可以发现: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奠基、列
宁集中阐发的报刊党性原则,在被中国共产党引入并付诸实践的过程中,与民族立场、传统认知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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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革命环境发生牵连。 其间,中国共产党逐渐将部分实践方法提升至思想理论层面,成功调适外来

思想理论与本土命题之间的张力,实现报刊党性原则的中国化。 这集中表现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从宣传民族话语,发展至“以我为主”的办报理念

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报刊党性原则,具有较强的国际性,这体现于三点:将遵循共产国际的纲领、
决议视为报刊党性的核心内涵;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确立为各国共产党报刊的理论方向;将各

国共产党视为共产国际的支部。 这深刻影响中国共产党初期的报刊实践,但存在宣传内容超前于中

国实际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这一原则内蕴的宣传立场,受到众多首要强调民族立场的中国共产党

人的抵制。
对此,中国共产党在整风运动前,主要采取变通宣传话语的实践方式,并呈现非“左” 即右的特

征。 建党初期和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鉴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过于超前,构建以全民族话

语为基础的国民革命话语,以广泛动员国内各界,但“过于推重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忘了自己阶级的宣

传” ,以致偏离“世界性与阶级性”这一党的理论方向。[22] 党的六大后,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影

响下,中国共产党形成以阶级话语为基础的苏维埃革命话语,以团结广大工农建立、保卫苏维埃政

权,但“没能够在斗争中,揭破国民党以及各反革命派别出卖民族利益的事实” ,没能清楚地宣传革命

以争取民族统一和独立解放,“甚至怕谈民族两字,怕落进国民党民族主义的圈套中去” 。[46] 全面抗

战爆发后,党的宣传话语重新恢复以全民族话语为基础,形成团结全国抗日人民、联合抗日力量、批
判妥协投降行径、以争取抗战胜利为主旨的话语体系。 但是,这一话语一方面削弱中国共产党的阶

级立场,“说来说去(国共)两个主张好像都是一样” [47] ;另一方面受到党外人士对其属于一时宣传策

略抑或根本立场的质疑。 总体来看,正如中共中央所指出:由于“党的理论基础常常动摇不定” ,报刊

宣传常出现“左”或右的偏向。[22]

在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将报刊坚持民族立场的实践经验,上升至思想理论层面。 他将以报道

中国事务为中心界定为报刊党性的体现,并将这一标准具体化为报纸是否注重宣传中国抗战、中国

共产党活动和抗日根据地建设。[48]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解放日报》放弃“以外为主”的版面结构和话

语体系,致力宣传从中国国情出发,既强调民族革命,又凸显民主革命,并具备无产阶级革命性质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 胡乔木认为,“ 《解放日报》改版,根本的关键,是‘宣传上要以我为主’ 。” [49]

这里的“我”即党,“以我为主”即以中国共产党为主。 经由改版,报刊遵循的最高原则,从共产国际

的纲领、决议,转向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方针,得以在报刊上严格贯彻。
(二)从注重运用事实开展宣传,到提出实事求是的新闻理念

共产国际和延安时期之前的中共中央在谈及报刊工作时,并未使用“真实性”一词,而是较多使

用“事实” “新闻”等词。 他们关于党性与事实关系的论述,强调的是报刊应善于运用事实开展宣传。
《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第一条便规定:“无产阶级专政不应只当做背得烂熟的流行公式来谈论,而
应很好地加以宣传,使每一个普通的工人、士兵、农民都能通过我们报刊上每天不断报道的活生生的

事实,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 [21] 党的六大后,中国共产党大力兴办新闻类报刊,党的六届

二中全会指出,日报一定要“从叙述新闻中宣传党的主张,这样才可以使日报更加适合于群众的需要

与兴趣……在不能办日报的地方,亦应当尽可能地办新闻式的定期刊物……因为这与日报差不多有

同样的作用。” [22] 1930 年 8 月,第一份以新闻为主体、逐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创办,
在发刊词中将登载事实的意义阐释为传达各地革命活动、发布党对革命中各个问题的主张,并提出

关于报纸功能的经典论断:“报纸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 [50] 1932 年底,中共中央宣传系统负责人

张闻天系统检讨宣传工作,要求通过带有时间性、具体性的事实,对党的主张开展“忍耐的解释与具

体的证明的工作” [51] 。 从这些论述看,为党宣传是党报的原则,“运用事实开展宣传”则是报刊党性

原则的一种实践方法。
这种对事实的工具性理解,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秉笔直书”理念之间,存在张力。 自春秋《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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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称赞齐国太史“秉笔直书” ,到晚清《申报》倡导“有闻必录” ,“秉笔直书”作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

的一种价值追求,逐渐从史官拓展至报人群体。 这一思想亦影响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李大钊在

1922 年提出:“新闻是现在新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 历史是过去旧的社会状况的写真。 现在的

新闻纸,就是将来的历史。” [52] 这段话不仅以“写真”一词突出对新闻真实的追求,还将历史的真实与

新闻的真实勾连起来。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宣传工作中存在失实现象,宣传员一度被称为“卖假

膏药的” 。 针对此,毛泽东明确反对“靠扯谎吃饭”和离事实太远的办报方式[28] ,强调“ ‘卖假膏药’
等等奇怪的称呼,应该从此取消掉” [28] 。 尽管这些论述在当时并未成为党的宣传系统的主要指导原

则,但显示中国共产党人对新闻事实的另一种理解。
从报社实践层面看,由于对事实的工具性认识、紧张的革命形势,以及采访通讯体系的不健全,

一些报刊形成粗放的办报作风。 如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 1941 年 5 月创刊后,登载了一些

记者道听途说、凭主观写作的稿件,因内容失实而闹出笑话。[47] 1941 年底,解放日报社总结发现,报
纸稿件“欠真实” ,要求通讯员如实“反映群众的意见,真诚地报道事实” 。[53] 失实报道不仅有损党报

和党的威信,还影响各级党组织掌握实际情况。 延安时期,为战胜根据地困难,中共中央制定、实施

包括精兵简政、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在内的十大政策,亟须了解政策在基层的实施情况,以做调

整。 《解放日报》的创办目的之一,便是反映地方和末端组织的实际情况。[54] 而报道一旦片面、浮夸

或失实,便可能影响党对群众和政策实际情况的了解,“据此指导工作,势必招致错误” ,长此以往有

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25]

在纠正报刊粗放作风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渐将“秉笔直书”的传统认知与马列主义相结合。
一方面,毛泽东、陆定一、胡乔木等人从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品质出发,强调记者应尊重

事实,“所谓唯物论,就是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世界,我们要求记者,也应该是这样子的” [35] 。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对“秉笔直书”的传统理念加以演化。 其中堪称典型的是,《新华日报》于 1943
年 9 月 1 日刊发《记者节谈记者作风》 ,提出:“我们要为中国记者从自己历史中找寻优良的传统” ;
“说古时的史官和今日的新闻记者,在精神上自也有其一脉相承之处,并不为过。”该文以春秋史官董

狐作为坚持真理的榜样,呼吁记者扪心自问:“曾否对董狐那枝直笔放松过乃至放弃过? 是否对得起

真理,对得起人民?” [35] 两者结合的成果,便是“实事求是”新闻原则的提出:一方面要求记者深入调

查,全面地了解事实;另一方面指导记者将对具体事实的认识上升至反映全局、指导实践的理性层

面,从而由“秉笔直书”发展为“坚持真理” 。 这便实现“秉笔直书”传统与报刊党性原则的协调,进而

为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提供文化渊源。
(三)从不同环境下办报的实践方法,到“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思想

中国共产党尽管自成立起,便继承列宁和共产国际关于报刊党性原则的思想,从组织和办报方

向上对党报予以规范,但在复杂的革命形势下,这一原则很难得到整齐划一的执行。 对此,党在相当

长时期内,偏重从实践需要的层面进行考虑。 例如:鉴于建党初期各地报刊与党的松散关系,党的一

大以划出底线的方式,明确各地报刊不得刊载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 对于国民革命时

期的国共合办报刊,陈独秀多次根据国共合作需要调整办报方向,以致党内部分同志认为这些报刊

未能遵循党的精神。[55] 对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灰色”报刊,党中央在提出使用第三方口吻、暗示

苏维埃革命是小资产阶级的出路等办报要求后,强调“灰色”报刊的使命仅在于使小资产阶级脱离国

民党方面的影响,从而支持共产党或保持中立。 总体来看,这些都属于具体实践方法的层面,并未上

升至对报刊党性内涵的重新思考。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和报人开始考虑如何将《解放日报》增强党性的实践方法,应用至以《新华日

报》为首的国统区报刊上,但遇到两难困境:一侧是以根据地报刊的党性标准来看,《新华日报》显然

党性太弱;另一侧是国统区的政治形势和阅读环境,使得《新华日报》增强党性的尝试屡屡受挫。 在

此情况下,胡乔木、熊复提出“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论述,既在理论层面,确立“反映人民利益”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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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党性内涵的重要地位;又在实践方法层面,将“符合群众兴趣,为人民服务” 阐释为党性原则的体

现。 这不仅丰富中国共产党关于在不同环境下贯彻报刊党性原则的认识,更在改革开放后,成为新

闻界革新延安模式、拓展新闻理论的重要理论起点。
总而言之,在移植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报刊党性原则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以丰富的实践方法,

调适外来思想原则与民族立场、传统认知、中国革命环境等本土命题之间的张力,继而在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旗帜下,将具体实践方法上升为思想理论,通过对党性原则的创新与重释,确立民族立场、
实事求是、人民性的新闻原则地位,展现非同一般的智慧。

这种从实践方法到思想理论的升华,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报刊党性原则中国化的关键一步。 经此

转变,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取代共产国际决议成为报刊遵循的首要对象。 党性原则与秉笔直书传统的

结合,一方面破除了报人对共产国际指示和宣传教条的迷信,另一方面为中国共产党深入了解实际

进而寻求真理和指导工作提供支撑。 这便使报刊党性原则由一个偏阶级性和国际性的宣传教条,转
变为富有人民性和实践性的立场和方法,进而为毛泽东等人构建中国无产阶级新闻理论奠定基础。

从更长的历史维度看,报刊党性原则中国化还是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一次成功尝

试。 中国共产党对报刊党性原则的改造,一方面以理论与实践互动的方式,实现宏观原则与贯彻方

法的融通,另一方面通过对“党性”这个核心概念的重释,为实事求是、人民性等概念提供理论阐释空

间。 这对我们当下赓续构建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具有一定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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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le(1921—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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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principle
 

of
 

party
 

character
 

in
 

Marxist
 

parties’ news
 

enterprise,there
 

has
 

long
 

been
 

an
 

interweaving
 

interaction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al
 

methods. Star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ing
 

scientific
 

socialism,Marx
 

and
 

Engels
 

emphasized
 

that
 

party
 

newspapers
 

should
 

independently
 

carry
 

out
 

and
 

promote
 

the
 

spirit
 

of
 

the
 

party. Lenin
 

shifted
 

the
 

connotation
 

of
 

party
 

character
 

from
 

guiding
 

ideology
 

to
 

organ-
izational

 

will,demanding
 

that
 

newspapers
 

comply
 

with
 

the
 

organizational
 

and
 

editorial
 

directions. The
 

CPC
 

essentially
 

accepted
 

Lenin’ s
 

definition
 

of
 

party
 

character
 

and
 

explored
 

flexible
 

approaches
 

in
 

embodying
 

the
 

party’ s
 

principles
 

and
 

strengthening
 

theoretical
 

propaganda. During
 

the
 

Rectification
 

Movement, Chinese
 

Communists
 

led
 

by
 

Mao
 

Zedong
 

transformed
 

the
 

main
 

connotation
 

of
 

party
 

character
 

into
 

the
 

party’ s
 

stance
 

and
 

the
 

philosophical
 

attitude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emphasizing
 

journalists’
 

conscious
 

understanding.
After

 

the
 

Rectification
 

Movement,the
 

CPC
 

summarized
 

the
 

experience
 

in
 

implementing
 

the
 

party
 

character
 

principle,expanding
 

its
 

interpretation
 

to
 

the
 

highest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and
 

enrich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ty
 

character
 

and
 

truthfulness. Overall,the
 

party
 

character
 

principle
 

expounded
 

by
 

Marx,Engels
 

and
 

Lenin,when
 

introduced
 

and
 

put
 

into
 

practice
 

by
 

the
 

CPC,became
 

intertwined
 

with
 

the
 

lo-
cal

 

propositions
 

such
 

as
 

nationalism
 

and
 

truthfulness,as
 

well
 

as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environment. Dur-
ing

 

this
 

process,the
 

CPC
 

elevated
 

certain
 

practical
 

methods
 

to
 

the
 

level
 

of
 

ideological
 

principles,achieving
 

the
 

Sinicization
 

of
 

the
 

party
 

character
 

principle. This
 

not
 

only
 

laid
 

the
 

groundwork
 

for
 

Mao
 

Zedong
 

and
 

others
 

to
 

establish
 

a
 

proletarian
 

news
 

theory
 

in
 

China,but
 

also
 

provided
 

inspiring
 

implications
 

for
 

constructing
 

an
 

in-
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in
 

Chinese
 

journalism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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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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